
第三章 合浦水运交通的繁荣期

合浦紧邻北部湾海域，优良的交通条件促使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

拥有良好的出海港口，中原及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出口大多经合浦出海，由海外输入

中原和西南地区的舶来品亦多仰赖合浦。在和平时期，合浦成为商人客旅往来密集之

所，贸易繁盛，而在战争年代，合浦又往往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

合浦全境大小河流共有 80 多条，最大的南流江在境内全长 82.5 千米，由博白从

东北流经合浦全县，入境后一分为五入海。合浦对中原和西南地区的水运交通主要是

通过南流江实现的，对外贸易交通则因受航行技术和造船技术的限制，缘海而行，并

开凿古运河，以到达交趾等地。

合浦在两汉时期的水运交通道路，相较于前代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繁荣的时期。

学者在论证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时，无不强调其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在前

往中原的水运交通道路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灵渠。这条水道以合浦为起点，经过南流

江、北流江，然后入漓水，过灵渠，入湘江，到达长江流域。在两汉时期甚至秦代，

自从灵渠开凿之后，军事行动均是通过此条水道到达合浦，来自东南亚、南亚等海外

的商品也大多由此输往中原地区。

从时间上看，从秦平定岭南地区，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

平定南越，以及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叛乱，都充分体现了这条水道的重要性，

同时反映了这条水道在整个汉代得到了延续，并在商旅贸易的影响下，在日常的货物

运输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两汉时期合浦至中原的主要水道。由于这条水道

的重要性，在东汉也曾对此道进行了修理和加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便记载，

交趾征侧、征贰发动叛乱，“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

粮谷”。《太平御览》也引《郡国志》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

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
[1]
这些都表明，在两汉时期合浦通过灵渠至中原

的水道是畅通且繁荣的。

合浦通往中原或西南地区的水道，均是以南流江为源头，在到达西江后，水运道

路开始变得多元。如合浦同西南地区的水运交通便可经牂牁舸江及红水河，到达西南

地区。西汉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分五路进军岭南，其中一路便是由此道进发。《史记·西

南夷列传》中载“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竹、邛竹”，可见这条道路原是在民

间贸易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进而为军事行动所利用。
[2]
王元林在《两汉合浦、徐闻与

南海丝路的关系》中提出合浦通往中原的六条水道，便是在此水道的基础上，认为合

浦通往中原，经西江，至北江，可有三条道路到达中原。
[3]

总体来看，两汉时期随着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以及合浦海外贸易的繁荣，合浦通往



中原地区以及海上贸易的水运道路是日趋丰富和完善的。

一、两汉以前合浦地区的水运交通

合浦位于亚热带，降水丰沛，河网纵横，合浦地区的人们与水之间的密切联系是

天然的。《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
[4]
，《越绝书》云“水行而

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5]
，在这片地区，当时的人们可能

疏于骑马、驾车，但却普遍长于驾舟。水路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最主要

的出行方式，也是人们最擅长的交通技术。这种情况从非常早期的历史时间就开始发

生了，而且，最早的繁荣期就是在秦汉时期。

（一）先秦时期的合浦地区

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通过海路形成的文化交往与文化传

播。有段石锛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特有器物，这种石制工具除在中国台湾、菲

律宾等地发现外，在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社会群岛、苏拉威西以及北婆罗洲

一带均有发现。虽然太平洋岛链之间的交通技术并不突出，甚至至今太平洋诸群岛如

汤加、萨摩亚等还使用双身独木舟这种比较简单的交通工具，但是从石器器型的一致

性来看，这些地点之间人们存在交流的证据是明显的。远程海上航行的设备、技术在

当时未必成熟，但以海岛为支点的岛链之间的通航显然是易于实现的。同样，以沿海

诸港作为支撑点，在近海以短程航行的形式、航段间接续形成沿海航线的技术应该也

是可以实现的。而无论是外海航线还是近海航线，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港口群就在包括

合浦在内的环东海、南海沿岸。
[6]

目前广西地区已经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在汉合浦郡范围内的钦州独料新石器时

代遗址出土有东南亚地区文化类型的器物，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合浦地区在新石器时代

与东南亚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明。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 1964 年，1978 年 4 月进行

了发掘，揭露面积 324 平方米，有柱洞、灰沟、灰坑等遗迹，出土磨制石器、陶片、

果核等遗物。发掘者对果核及木炭进行了碳-14 测定，果核标本距今约 8000 年，木炭

标本距今约 4400 年，遗址的年代上限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下限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
[7]
该遗址中出土的有肩石器（图 3-1），为研究合浦地区与我国东南部以及东南亚

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线索。

有肩石器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内涵比较复杂，包括斧、锛、铲等器种。

傅宪国在《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一文中谈到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的关系，这

种石器除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外，在印度、缅甸、越南、菲律宾以及波利尼西亚

诸岛等地也有发现。虽然其起源中心仍然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其分布范围却明确展现

了这些地区在先秦时期的交流情况。



图 3-1 有肩石器部位名称图
[8]

文献中也有这一区域在先秦时期与中原王朝联系的迹象。《逸周书·王会》引《商

书·伊尹朝献》中有载：

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玳）瑁、象齿、

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9]

覃主元在《广西对外交通史》中即据此条认为，文中“瓯邓、桂国”即生活在今

广西或岭南地区的瓯越人民，他们在当时已经向中原王朝进贡这些奇珍。
[10]

维系南海

港口合浦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路线，很有可能是前文已经提到但未展开论述的南流江。

今天的南流江，古代都是随其流经的政区而得名，先称“合浦水”，后称“瘴江”

“廉江”。其发源于今北流市大容山，向西南流经玉林、博白、浦北等市县，汇合多条

支流，于合浦县注入北部湾廉州湾。
[11]

其干流全长 287 千米，流域面积为 9704 平方千

米，在合浦县境内干流长 82.5 千米。南流江东边是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云开大山及其入

海的延长线，构筑了一道与广东相隔的天然屏障；西侧自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着大

容山—六万大山—罗阳山，三者平行伸展，促成了南流江流向走势。杨天保在《新“港

口——腹地”文化模型：广西南流江流域文明史的再发现》文中谈到，古代文明流传

的有效媒介主要是河道，甚至可以说，有了河道和便利的内河水运，就有了文明的输

出与交流互动，而南流江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腹地—港口互动”的地

域文化。
[12]

虽然合浦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大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是合浦地区在先秦时期

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还是有考古遗物作为证据的。合浦县廉州镇清江村清水江曾发现有

石铲，这种石铲在沿海并不常见，主要集中出土在大陆腹地的今南宁附近。石铲在合

浦出土，有学者认为就是以水路为其传播路线，由南宁向南延伸至合浦。而形状类似

的石铲在更北的中原地区也普遍存在，见于郑州西郊、河南临汝大张、河南禹县谷水



河等地，所以，合浦—南宁—黄河流域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应可能存在一条文化交流的

路线。
[13]

合浦的地理位置和水运交通系统，使得其在先秦时期便已经产生了对外经济文化

交流，而对内也有交通路线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族群、国家连接。吕思勉曾曰：“贸易

往来，水便于路，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

布之类，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
[14]

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先天的地理条件，在举世瞩目以前，就早已涵养了

千年。

（二）秦代到汉初的合浦地区

合浦水道作为贡道、官道、商道，合浦古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筹海远征

的军港，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秦汉，而这一繁荣基础的奠定是在秦代。合浦港的战略地

位随秦王朝统一的进程而日趋重要，合浦港的商贸因秦时灵渠的凿通而日益繁荣。

1．灵渠开凿后合浦水道与长江水路衔接的完成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进军南越之地，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秦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合浦之地第一次归属大一统帝国的政区，成为象郡的一隅。
[15]

这一过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是寥寥数语：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

适遣戍。
[16]

然而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中间的过程一定不是文字记述的这样简单。早在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在灭楚之后，秦始皇便令王翦“南征百越之君”，

此役平定了江南地区，但并没有平定合浦地区所在的南越及西瓯
[17]

，直到秦始皇三十

三年（公元前 214 年），才最终略取陆梁地，置南海三郡。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载：

（秦始皇）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

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18]

从《史记》记载来看，秦攻略陆梁地的军队主要是“楼船之士”，同时是通过凿通

渠道来运输作战物资。在进一步深入作战中，却遇到了麻烦，越人采用旷日持久的游

击战，让秦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歼灭其有生力量，进而导致了秦军粮食匮乏，于是在越

人的攻击下，秦兵大败。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秦军只能对越人采取守势。

这场战争中的交通形势，《淮南子·人间》中有一些记载，其文云：



（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

军，一军塞镡成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

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

战，杀西瓯君译吁宋。
[19]

秦军五十万人，分为五路进攻百越，一路由今江西省东向，攻取东越，置闽中郡。

另两路取南越，一路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一路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

禺。其余两路进入广西，一由镡成之岭入今兴安县，一出九嶷之塞入今贺州八步区。

进入福建、广东的三路军队进展比较顺利，很快取得了胜利。在广西的秦军则因河道

纵横，军粮运输不便，遇到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派监禄开凿了连接湘

水和漓水的灵渠。
[20]

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

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21]

同样，在《淮南子》的这段记载中，也显示了秦始皇平定南越战争的艰难。这段

记载与《史记》相比较，展示了秦军兵败的更多细节，“莫肯为秦虏”也突出了越人与

秦军的对立。越人充分利用熟悉地理的优势，乘夜袭击秦军，甚至秦军主帅屠睢也阵

亡了，死伤数十万，秦军也由攻势变为守势。

在《史记》《淮南子》的记载中，除了本身作战的困难，都同样强调了物资、人员

转运在战争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无论是《史记》当中记载的“使监禄凿渠运粮，深

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还是《淮南子》当中所说的“又以卒凿渠而

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都表明了秦军攻取陆梁地与凿渠通粮道密切

相关。

王子今在《秦汉交通史稿》中便指出：“灵渠是秦王朝为统一岭南而完成的重要交

通工程。以尉屠睢为统帅的秦军进军岭南，粮食等军用物资的运输，面临湘桂山区的

严重阻碍……在今广西兴安开凿了著名的灵渠，沟通了湘、离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

江水系联系起来。湘江北流，离水（今漓江）南泻。”
[22]

同时，这也促进了不同渊源的

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融汇，直接推动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林剑鸣也在

《秦汉史》中说：“灵渠的修成时间，约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为秦军取

得统一南越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粮食、给养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来，保障了

秦军作战的需用。”
[23]

灵渠的开凿，不仅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加快了珠江流域的开发，同时也

沟通了合浦与中原的联系。其路线为从长安出发，经沔水入长江，进洞庭湖，入湘江，

进漓江，过灵渠入桂江、浔江，进北流江，过分水坳（桂门关）入南流江顺流而下，



直达合浦。
[24]

合浦同中原地区的联系，自秦凿通灵渠后，中原产品输往环北部湾沿岸

及海外大多走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是水陆联运、以水运为主的线路，当时的灵渠能通

行的船只大约宽 5 米、长 20 米，载重可达 500～600 斛，合今 20～30 吨
[25]

（注：此处

核算有误，按 600 斛为 9.6 吨），这条路线的安全性、平稳性及载运量均是其他陆路不

能及的。

2．置象郡后合浦港军事战略地位形成

象郡的设置赋予了合浦在南部疆域交通枢纽的地位。秦以象郡为基地，进一步进

攻西瓯，合浦成为新政区赖以维持的基地和进一步开疆拓土的必经点。

秦象郡的问题在清以前未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论述，一般都是据《汉书·地理志》

班固自注“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的说法，认为汉的日南郡即秦象郡，

杜佑在《通典》中罗列出了秦象郡所包含的县名，认为秦象郡还应当包括九真、交趾、

合浦等郡的部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汉武帝

在平定南越后，也在这一区域内分设七郡
[26]

，再讨论岭南乃至整个南越地区内秦代的

建置情况，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以《汉书·地理志》所载汉郡的范围来讨

论秦郡的建置情况。

谭其骧认为秦所置象郡，“旧说郡域限于今越南境及粤省西隅，未得其全。按《山

海经·海内东经》，沅水出象郡镡成。镡成《汉志》属武陵，在今湘省西南隅，此郡之

北界也……《山海经·海内东经》又云：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而《汉书·高

帝纪》臣瓒引《茂陵书》谓象郡治在临尘，水及县于《汉志》悉属郁林，今桂省之西

部也”
[27]

。

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便对象郡的沿革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传

统的观点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说法，模糊地认为秦象郡应相当于汉日南郡，杜佑

的《通典》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了秦象郡的范围，但原因不详，这些都是“日南说”

的观点；1916 年，法国人马司帛洛对象郡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依据《山海经·海

内东经》《汉书·高帝纪》所引的《茂陵书》以及《汉书·昭帝纪》的记载，认为象郡

地跨《汉书·地理志》中郁林、牂牁两郡（今广西、贵州），自秦延续至汉昭帝时方才

罢省，这是“郁林说”；1923 年，法国人鄂卢梭辑录了七类三十四条史料，据之维护汉

日南郡旧说，明确指出，秦亡以后，象郡既废，不再存在象郡问题。周振鹤认为，最

能支持“日南说”的几条史料，如韦昭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象郡曰“今日南”，《水

经·温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曰“（日南）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

林县治也”，以及《温水注》“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这些都是后人的注疏，却

比前人所言详细，其很可能源自《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然后凭想象发挥所致。而



“郁林说”所依据的《山海经·海内东经》对沅水、郁水的记载以及《茂陵书》通过

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书对比，其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是可信的。一般而言，

《史记》《汉书》本纪的内容是比较可信的，不应随便摒弃，故《汉书·昭帝本纪》所

载“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也是可以信任的。在对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周振鹤进

一步强调，“郁林说”可以解释象郡的沿革而“日南说”不能，通过《史记》《广州记》

《交州外域记》等的记载，秦始皇略定扬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象郡南界与《汉

志》郁林郡一致，象郡以南之交趾地（今红河三角洲一带）为蜀王子安阳国所在。秦

亡后，南海尉赵佗据南海自立，随之击并桂林、象二郡。吕后、汉文帝时，赵佗南越

国势鼎盛，以兵威边，灭象郡以南安阳国，置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

元前 111 年），平南越，置十郡，象郡的建置保留至昭帝元凤年间方罢。
[28]

钱宗范在《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中明确提出，《山海经》《汉

书·昭帝纪》所载证明了汉象郡的客观存在，但是西汉的象郡并不等于秦象郡，秦象

郡的南端应在今越南中部以南。
[29]

“日南说”在解释象郡沿革中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

即在解释蜀王子攻取汉交趾地并建立安阳国的时间和空间时显得非常突兀和矛盾，传

统观点认为蜀王子无法击败强秦而建国，即认为蜀王子所攻取的是《交州外域记》所

载的“未有郡县之时”的交趾，而不是秦象郡，换言之，则是秦象郡的辖界未到汉交

趾郡界。辛德勇在《秦汉象郡别议》中认为，秦象郡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秦象郡南界一

直不够清楚，而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学界准确把握秦王朝对越人

的控制方略，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疆土界限问题。辛德勇认为“日南说”虽有缺陷，但

不能轻易否定，仍可以解释象郡沿革。《秦汉象郡别议》一文通过对东越、南越以及“滇

王之印”等的分析，认为汉王朝在新开辟的边疆外族区域置郡，只设郡尉，不设郡守，

若是用后世的词语来讲，这只能是基于“土流并置”的原因。而秦与西汉时期在新拓

边地实行的特殊治理形式，提示了交趾地区在蜀王子来讨之前先“设雒王、雒侯主诸

郡县，县多为雒将”，这可能是秦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后直至赵佗称王岭南之前

的情况。秦朝廷对于象郡的统治是以绥靖安抚为主，《广州记》所记雒将“铜印青绶”，

可能正是接受诸如象郡尉之类秦官职的管辖约束，同西汉时夜郎侯的子嗣出任郡属县

的令长一样。蜀王子抵达交趾并建立安阳国的时间，与秦置象郡的辖界是否抵达汉日

南郡的境域没有直接联系。另外，秦象郡的地域范围是与越人居住的地域范围密切相

关的，秦象郡的郡治显得过于偏远，同时地域也过于广袤，其辽阔地域与其相匹配的

社会形态和管理体制相关。辛德勇还提出秦象郡的辖界应该是依据越人的主要分布区

域来划分的，即秦朝廷在岭南越人集中分布的区域采取的统治措施，是尽量利用当地

土人的首领来治理越民，这是秦象郡辖境广阔的内在缘由。同时，秦象郡的辖区虽然

广阔，但是经济程度开发低下，后来汉代单独设郡的区域，当时可能还很难自立为一



郡。而西汉在这一区域内设置的诸郡，充分说明了朝廷对岭南的控制较秦朝已大为增

强。辛德勇认为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当中，还是“日南说”的理据更为充分，似应

首先予以尊重。
[30]

秦象郡的辖界已到达今越南北部，即后来的交趾地域。史籍当中并未明确记载秦

军是如何到达今越南北部的。但西汉路博德在破南越后，又移军交趾。《水经注》卷三

七引《交州外域记》云：“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

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

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

州名为交州。”
[31]

黎正甫据此认为路博德经合浦至交趾，“由此可知秦征西瓯亦必由合

浦”
[32]

。

秦军在攻取岭南地区后，依然面临着越人的激烈反抗。“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

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

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33]

越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进入丛林之中，采取偷袭的方法使

秦军防不胜防，甚至连主帅屠睢都被杀了。秦始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停止了对越人

的进一步进攻，“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同时，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秦王

朝实行了强制移民的政策。

这样的大规模向岭南移民活动在秦平定岭南地区后迅速得到了实施，并且在短时

间内便进行了四次。第一次移民是在平定岭南的当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即《史记》所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

以适遣戍”，《史记集解》引用徐广《史记音义》云“五十万人守五岭”，说明此次移民

数量相当大；第二次移民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秦王朝又一次下令“适

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次移民则是戍守岭南的南海尉赵佗向秦始皇请命，

“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第四次移民为《越

绝书》中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

越处，以备东海外越”。数次迁徙岭南的移民中，一部分人便在合浦地区留了下来，这

为地区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3．赵氏南越国割据后海上珍宝合浦贡道的奠定

秦末，赵佗乘中原战乱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史记·南越列传》载：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

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秦王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

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南海僻远，

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



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

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
[34]

赵佗在秦时为南海龙川令，至秦二世天下大乱，时任南海尉的任嚣病重，即遗命

赵佗，天下的形势已然大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而南海郡的位置偏远，为防止

“盗兵”侵入，要提前封锁“新道”
[35]

，与外界决断，以待情势变化。同时番禺地势

有山海阻隔，东西绵延数千里，秦在攻取南越地后又多次徙民至此，故有中原人辅助，

可以立国。而郡中长吏不足以托付，故以赵佗行南海尉事。这当中充分体现了当时岭

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并不便利，仅仅依靠数个关口与中原联通，同时从侧面反映了秦

朝这个区域的移民与开发有了一定的进展。

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

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

南越武王。
[36]

为了防止北方战乱南延，实现地方割据，赵佗依照任嚣的遗言，加强对岭南的控

制，严封五岭的四关——横浦关、洭浦关、阳山关、湟溪关，同时断绝四条新道——

江西入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湖南入广西贺县（今贺州市）一路和湖

南入广西静江（今桂林市）一路；并构筑了捍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仁化—南雄

防线，英德—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随后赵佗进一步攻略象郡，据明崇祯时期的

《廉州府志》记载，糠头山位于合浦“西北一百五十里，秦尉佗常驻军于此”。可见赵

佗进攻合浦以西便是以此为军事基地，在兼并桂林、南海、象三郡后，自立为南越王。

《汉书·高帝纪》载封南越王的诏书称：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

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

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佗）为南粤王。
[37]

赵佗统治期间，虽然在高后时期与中原王朝有所冲突，但是大多数时间均保持了

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甚至改变了越人“好相攻击”之俗，“相击之俗益止”，使得内

部也颇为安宁，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故而汉高祖刘邦在册封赵佗的

诏书中称赞其治理有方，“中县人以故不耗减”。

今合浦县丰门岭（风门岭）位于城区东南郊，是一个低缓的红土丘陵地区，山顶

海拔 37 米，面积 330 多万平方米，同时也是汉墓群分布的密集区域。1986 年因配合合

浦县第二麻纺厂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了 10 多座古墓。其中最有特色同时保存比较完

整的 10 号汉墓的年代被认为是公元前 3 世纪前后，正好处于南越王统治的时期。该墓



中出土了 34 件陶器、11 件铜器以及 2 件铁器，同时还出土了较多的装饰品，有玛瑙珠、

水晶串珠等。
[38]

这些玛瑙珠和水晶串珠等多是舶来品。
[39]

在南越王统治时期，合浦的

“对外贸易”依然在和平的环境中稳步发展。同时，南越王赵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麦英豪在《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一文中，即通过对比两广地区 1000 余座南越

王时期的墓葬，认为铁器正是在南越王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地

区发展。
[40]

秦朝在统一岭南地区后，岭南地区的政局大体保持稳定。原本因五岭阻隔，与北

方交通不畅，后因“南极吴楚”的驰道以及灵渠的修建，使得合浦地区至中原的道路

交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人口迁徙，使得货物商品跟随着人

流开始大量进入合浦，原本用于军事行动的道路，开始逐渐为普通群众以及商人们所

熟知，合浦同中原王朝的联系大大加强。与此同时，随着铁器的推广，以及移民带来

的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为对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这些都为之后

两汉时期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创造了条件。

--------------------------
[1]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六五《地部·江南诸水》，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11 页。

[2] 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23 卷第 4辑，第 45-56

页。

[3]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86-89 页。

[4]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11 页。

[5] [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乐祖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58 页。

[6] 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1 页。

[7] 于凤芝、方一中：《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 1982 年第 1 期，第 1-8 页。

[8]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 年第 1期，第 1-36 页。

[9]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七《王会解第五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975 页。

[10] 覃主元：《广西对外交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页。司徒尚纪、许桂灵在其

文中也认为在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就已向这些地区的人民征集贡品。参见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港在我

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3 页。

[11]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81 页。

[12] 杨天保：《新“港口——腹地”文化模型：广西南流江流域文明史的再发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期，第 15-20 页。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

化遗存》，《考古》1978 年第 9期，第 14-20 页。

[14]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官南方者之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525 页。



[15] 合浦秦属象郡始见于《通典》，其言“廉州，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见[唐]杜佑：《通典》卷一八

四《州郡十四》，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4921 页。其后《太平御

览》《太平寰宇记》等廉州地方志均采此说。合浦先秦为古越地，两汉时期建置为合浦郡，魏晋时期建置为

越州，唐以后称廉州，参见《合浦县志》。

[16]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53 页。

[17] 清代钱大昕曾在《秦四十郡辨》中指出，此役便已取得南海三郡，但无材料支持。同时，平定岭南地

区的战争起始时间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18] 同[16]，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 2958 页。

[19]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第 203 页。

[20] 马金霞：《秦平岭南置郡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期，第 851-855 页。

[21]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第 203 页。

[22]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第 174 页。

[23]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4 页。

[24] 周家干、陈祖伟：《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探源》，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37 页。相似

表述还可见该论文集中张九皋的《合浦港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等论文。

[25] 广西航运志编纂委员会：《广西航运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27 页。

[26] 儋耳、珠崖两郡于稍后的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所置。

[27]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载《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0 页。

[28]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81-203 页。

[29] 钱宗范：《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

第 1 期，第 121-124 页。

[30] 辛德勇：《秦汉象郡别议》，《中国学术》（第 36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58-235 页。

[3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七《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北京：中华书

局，2007 年，第 860 页。

[32] 黎正甫：《古代中国与交趾之交通》，《东方杂志》（第二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年，第 48 页。

[33]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第 203 页。

[3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967 页。

[35] 此处所言“新道”，即“秦所通越道”，在秦置南海三郡后，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道路，此道有四，

一为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从湘桂走廊的灵渠入漓江，沿西江到达番禺等

岭南各地；二为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嶷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三为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

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涯浦关（今广东

英德市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四为从江西南野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西

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参见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2008 年第 23 卷第 4辑，第 45-56 页。

[36] 同[34]。

[37]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73 页。

[38]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 10 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3 期，第 226-230、283

页。

[39] 韩湖初：《合浦汉墓群见证汉代的繁荣“海丝”》，《大众考古》2015 年第 7期，第 50-52 页。

[40] 麦英豪：《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岭南文史》1987 年第 2期，第 20-36 页。


